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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为研究投资驱动下跨区域协同碳达峰的内在机理，分别在经济关联、能源

关联和碳排放关联下分析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系统动力学机理，并通过差异化的空间

关联模拟分析京津冀碳达峰情景条件，研究得到：空间关联方式对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

协同改进效应的发挥产生显著影响；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分解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和效率

改进是推动碳排放提前达峰的动力来源。 优化情景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

推动碳达峰的显著变量和主要动力呈现阶段化差异特征：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经济影响力系数

为显著变量，固定投资驱动跨区域优势产业发挥带动效应，主要以效率改进的方式摒弃无

序低效模式，压缩碳排放冗余空间；２０２３—２０２８ 年，显著变量则转换为碳排放影响力系数，
减排投资倒逼跨区域高碳产业加快减排技术创新，并借助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发掘碳减

排潜力；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年，显著变量则调整为经济感应度系数，固定投资强化跨区域产业链

联动效应，重在技术合作刺激全行业绿色转型，全面抑制碳排放。 结果显示，京津冀将保

持年均约 ６％的经济增速平稳发展，预计 ２０２８ 年提前实现碳达峰，有效助力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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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０ 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使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对通过节能减排投资引导我国产业体系加速转型提出了更

高要求。 同一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与碳排放总量之比———碳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低碳经

济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１］，碳生产率改进速度反映了国家（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２］。 尽管碳

生产率强调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但割裂了碳排放与资本、劳动、能源及技术要素间的内

在有机联系，难以体现多投入、多产出的综合效应。 相关研究进一步将资本、劳动、能源等纳入要素

投入，并将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和方向性距离函数

（ＤＤＦ）测算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包含了资本、劳动、资源及技术等投入要素的综合效应，可以全面测

度低碳经济发展效率指标［３］。 但碳排放和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一样，具备很强的空间流动性［４］，因
此，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研究应在面对多投入要素综合效应的同时，考虑区域协同下的改进空间。 京

津冀作为我国四大经济圈之一，２０２１ 年，人口占比 ７􀆰 ８％，经济总量占全国 ＧＤＰ 的 ８􀆰 ４％，但各区域间

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却极不平衡［５］。 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中国的三大发展战略之一，如何在保证经济

平稳增长的基础上快速实现碳达峰，成为衡量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 本文拟从京津冀

各区域节能、减排投资及其产生的差异化空间关联影响入手，分析投资驱动的全要素碳生产率跨区



域协同改进效应，并进而研究京津冀碳达峰机理及路径，研究可为中国化解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碳减

排冲突提供典型样本。
由于区域间碳排放量存在巨大差异及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协同减排成为减少碳泄漏、降低

总体碳排放的有效措施［６－７］。 一方面，从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对外贸易、产业调整、科技创新等方面

入手的研究认为，非理性的能源需求、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高碳贸易需求、低效无序的产业结构以及

技术粗放的碳排放模式，是碳减排的最大障碍［８］，需要通过降低能耗强度［９］、加强节能减排技术创

新［１０］，才能解锁“碳锁定”；另一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经验分解与达峰路径的研究认为，投资

规模的无序扩张是碳排放激增的首要因素，投资碳强度是引致碳排放减少的关键因素，大规模低效

的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了大量碳排放［１１］。 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能源、技术等影响碳排放的

关键要素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呈现显著的供需背离特征［１２］。 而众多研究表明，低碳技术标准设定、碳
排放权交易、碳税等不同政策影响下的区域间投资偏好［１３－１４］，是决定要素是否扭曲的重要来源，合
理的固定资本、节能资本、减排资本等不同类型的投资组合，不仅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碳减排的重

要手段［１５－１６］，而且从源头对能源行业进行资本优化配置［１７］，可以借助于产业链的传导放大效应，实
现节能减排以及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的系统性改进，从而实现显著的协同减

排效果［１８］。
综上，考察区域不同投资行为如何通过影响区域间的不同空间关联方式、强度变化所引致的区

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进而驱动跨区域协同实现碳达峰的情景过程，是研究跨区域碳减排协

同效应微观来源的应有之义。 而如何解析跨区域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的投资驱动动力学机理，
以克服当前仅从区域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研究区域间经济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差异等对跨区

域协同影响［１９－２０］存在的“黑箱”思维，仅通过区域信息和资源特征［２１－２２］、区位距离［２３］ 以及人均 ＧＤＰ
差异表征的经济距离［２４］等无法反映实际区域间经济关联、生态关联效应的局限。 探索通过发挥跨

区域空间关联效应，实现跨区域协同碳达峰的低碳化投资策略，是“双碳”目标下的重要研究问题。
那么，跨区域空间关联、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协同改进及跨区域协同下实现碳达峰，三者间存在怎

样的逻辑关系？ 投资驱动下，不同关联方式在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效应中分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又是如何进一步影响碳达峰的？ 优化情景下，投资驱动通过调整空间关联方式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

的主要动力来源是什么，如何促进碳达峰的实现？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基
于区域间固定资本、节能资本、减排资本等不同投资类型对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利用系统动

力学横型剖析相应投资驱动下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的内在运行机理；第二，对不同投资类型如

何影响区域间经济、能源、碳排放等不同关联方式的形成进行分析，进而通过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预

测及差异比较，探寻其未来的改进空间；第三，对全要素碳生产率进行解析，明确不同时段下改进动

力的主要来源，衡量区域间的协同效应以及碳达峰情景。

二、投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系统动力学机理

经济、能源、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是跨区域协同的具体表现和行为方式，因此，本节基于区域间投

入产出关系，从投资驱动的经济、能源、碳排放的空间关联下，考察跨区域协同系统动力学机理，进而

分析投资驱动下全要素碳生产率跨区域协同改进的作用路径。
（一）投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基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内涵，模型参数围绕经济、能源和碳排放三个方面进行变量设置，变量类

型主要包括水平变量、速率变量、辅助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等，由于本文以空间关联特征为研究视角，
因此特设关联变量。 研究核心是投资驱动下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协同改进，因此，不同投资类型的资

本存量被视为水平变量（也称状态变量），而直接影响水平变量的各类投资为速率变量，最终决定速

率变量的各区域或产业投资配置参数为控制变量。 若模拟仿真中某一变量对系统产生显著性影响，
可称为显著变量，具体变量名称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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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系统动力学模型变量类型及名称

关联特征 水平变量 速率变量 辅助变量 关联变量 控制变量

经济关联
固定资本存量

（ＦＣＳｉｊ）

固定资本投资
（ＦＣＩｉｊ）

固定资本折旧
（ＦＣＤｉｊ）

产业增加值（ ＩＶＡｉｊ）
劳动力投入（ＬＩｉｊ）
固定资本投资占比（ＦＣＩＲｉｊ）
区域生产总值（ＧＤＰ）

经济关联系数
（Ｐｉｊ）

能源关联
节能投资存量

（ＥＳＣＳｉｊ）

节能投资（ＥＳＩｉｊ）
节能资本折旧

（ＥＳＣＤｉｊ）

能源消耗总量（ＥＣｉｊ）
能耗强度（ＥＩｉｊ）
区域能耗总量（ＴＥＣ）
节能投资占比（ＥＳＩＲｉｊ）

能源关联系数
（Ｑｉｊ）

碳排放关联
减排资本存量

（ＥＲＣＳｉｊ）

减排投资
（ＥＲＩｉｊ）

减排资本折旧
（ＥＲＣＤｉｊ）

碳排放量（ＣＥｉｊ）
碳排放强度（ＣＩｉｊ）
区域碳排放总量（ＴＣＥ）
减排投资占比（ＥＲＩＲｉｊ）

碳排放关联系数
（Ｒｉｊ）

各区域
投资占比
（ＴＲＩｉ）

区域各产业
投资占比
（ＴＲＩｉｊ）

注： ｉ 和 ｊ 分别指代区域和产业

　 　 跨区域协同系统动力学模型反映了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区域产业间关联的客观

存在性决定了它们的互动关系，而良性的互动关系为各生产要素提供了顺畅的流动渠道，是形成跨

区域协同，保证有效碳减排的关键。 资本是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中最主要的载体，其流向和结构变

化会对区域经济产出、能源利用、碳排放产生重要的影响［２５］，进而决定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改进程度。
作为最活跃的因子，投资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本，更伴随着人才、技术、知识、管理、生产、节能、减排等，
因此，投资配置方式成为区域空间关联的核心纽带，具体参见图 １。

图 １　 投资驱动下跨区域协同系统动力学模型

投资驱动下跨区域协同中，经济产出作为产业系统的基本输出，由各区域产业增加值构成，而这

又源于劳动力、固定资本等要素的投入，通过跨区域产业经济关联，引导各区域产业要素自由流动，
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进而形成良好的要素配置格局，促进区域生产总值的增长。 同时，产业系统的

正常运转离不开必要的能源消耗，为促进产业活动中能源的节约，通过跨区域产业能源关联，力图实

现各区域产业节能资本的合理配置，改善节能设备及节能技术，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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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强度。 另外，产业系统的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碳排放，为弱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跨区域产

业碳排放关联，有效促进各区域产业减排资本的高效利用，增添碳减排设备，改善碳排放技术，实现

降低产业碳排放强度的目的。 本文通过解析增加区域产业生产总值、降低能源消耗总量以及碳排放

总量的实现路径，可以有效衡量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趋势，并为其改进提供多种选择方案，进
而优化碳达峰进程。

（二）投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对碳排放的影响路径及数理解析

在跨区域协同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经济关联、能源关联、碳关联作为影响全要素碳生产率最直接

的变量，决定了不同的反馈回路，从而形成差异化的影响路径，具体参见图 ２。

图 ２　 投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影响碳达峰的总路径

若基于跨区域产业间在经济方面的关联关系，即通过经济关联系数，合理调整固定资本在不同

区域产业间的配置比例，尤其是优势产业，则可以有效改善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产业增加值，
扩大地区生产总值；而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的扩张，则会进一步加大固定资本投资力度，同时刺激能源

需求，增加碳排放，但强化了资本利用水平。 整个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正反馈强化路径。 若基于跨

区域产业间在能源方面的关联关系，即通过能源关联系数，合理调整节能资本在不同区域产业间的

配置比例，则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高高能耗产业的能源利用水平，降低能耗强度；另外，节能降耗本

身又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扩大产业利润空间，为进一步强化节能资本的利用水平提供支持。 整

个过程形成了节能降耗负反馈平衡路径，从能源效率视角减少碳排放。 若基于跨区域产业间在碳排

放方面的关联关系，即通过碳排放关联系数，合理调整减排资本在不同区域产业间的配置比例，则可

以有效改善高碳排放产业的碳减排水平，降低碳排放强度，使碳排放总量稳定在合理水平，减少非期

望产出，从而弱化碳排放对经济的负效应，为进一步强化减排资本的利用水平提供支持，整个过程形

成了碳减排负反馈平衡路径，从末端严控碳排放。 综上所述，投资驱动下的跨区域协同可以从经济

关联、能源关联、碳关联来决定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路径与程度，进而推进碳达峰进程。
根据索罗余值的定义［２６］，以下对上述三条路径分别予以数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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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 ｉｊ） ｔ ＋１

τｔ（∑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ＩＶＡｉｊ） ｔ － ηｔμｔ（∑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ＣＥ ｉｊ） ｔ

－

α
（∑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ＦＣＩｉｊ － ＦＣＤｉｊ ＋ ＦＣＳｉｊ）） ｔ ＋１

（∑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ＦＣＩｉｊ － ＦＣＤｉｊ ＋ ＦＣＳｉｊ）） ｔ

－ β
（∑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ＬＩｉｊ） ｔ ＋１

（∑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ＬＩｉｊ） ｔ

－ γ
φｔ ＋１ （∑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ＥＣ ｉｊ） ｔ ＋１

φｔ（∑
３

ｉ ＝ １
∑

３

ｊ ＝ １
ＥＣ ｉｊ） ｔ

（１）

其中， ＴＦＣＰ（ ｔ，ｔ ＋１） 表示从 ｔ 到 ｔ ＋ １ 时期的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 α 、 β 、 γ 分别为资本、劳动、能
源的产出弹性， ηｔ 为 ｔ时期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τｔ 、 φｔ 、 μｔ 分别为 ｔ时期固定资本、节能资

本、减排资本在跨区域产业间的调整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其他字母代表含义

请参见表 １。 从式（１）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路径中，跨区域产业间经济关联系数的合理调整会增加

τ ，提高产业增加值，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增加式（１）的值；节能降耗路径

中，跨区域产业间能源关联系数的合理调整会减少 φ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产业生产成本，以能

源节约的方式增加式（１）的值；碳减排路径中，跨区域产业间碳排放关联系数的合理调整会减少 μ ，
降低碳排放总量，改善碳排放对经济的负效应 η ，以碳减排的方式增加式（１）的值。 从不同投资方式

影响下的关联系数来看，各区域产业要素配置比例的变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分配结构的变化，同时各

要素产出弹性在一定时期内可视为不变，因此，以上三种路径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增加了式（１）的
索罗余值，当式（１）大于 １ 时即实现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改进，从而优化碳达峰进程。

三、不同空间关联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碳达峰情景分析

为分析投资驱动下不同空间关联方式对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碳达峰情景，发掘其改进潜力，
探寻最优改进方式，本节将设置差异化的空间关联情景，对比各关联方式下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动态

变化趋势，为研究最优碳达峰情景提供依据。
（一）空间关联情景设置

根据投入产出理论，资本从关联程度低的产业向关联程度高的产业或区域流动，会对经济产生

更大的正向作用［２７］。 因此，关联程度越高的产业，资本要素的配置比例应当越高。 设 ｉ 区域 ｊ 产业的

关联系数为 ＣＣ ｉｊ ，产业增加值为 ＩＶＡｉｊ ，则 ｉ 区域 ｊ 产业总投资占区域 ｉ 投资的比重为 ＣＣ ｉｊ ×

ＩＶＡｉｊ ／∑（ＣＣ ｉｊ × ＩＶＡｉｊ） 。 对于关联系数，则可以细分为各区域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以

便有效识别出不同产业类型在整个产业链中所起的驱动或拉动作用。 由于整个系统涵盖了经济、能
源、碳排放三个方面，因此不同的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分别反映了区域间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关联程

度和影响方向，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情景，相应的系数计算公式如下所示［２８］。

δａ ＝ ∑
３

ｉ ＝ １
ρｉ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ｊ ＝ １
∑

３

ｉ ＝ １
ρｉｂｉｊ （２）

θａ ＝ ρ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ｉ ＝ １
ρ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３）

δｅ ＝ ∑
３

ｉ ＝ １
σｉ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ｊ ＝ １
∑

３

ｉ ＝ １
σｉｂｉｊ （４）

θｅ ＝ σ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ｉ ＝ １
σ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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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ｃ ＝ ∑
３

ｉ ＝ １
ωｉ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ｊ ＝ １
∑

３

ｉ ＝ １
ωｉｂｉｊ （６）

θｃ ＝ ω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

１
３ ∑

３

ｉ ＝ １
ωｉ∑

３

ｊ ＝ １
ｂｉｊ （７）

　 　 其中， δ 和 θ 分别为感应度和影响力系数，下标 ａ 、 ｅ 、 ｃ 分别指代经济、能源、碳排放，参考既有

文献测算方法［２９－３０］， ｂｉｊ 为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价值流量表计算的完全系数矩阵， ρ 、 σ 、 ω
分别表示增加值率、能耗率、碳排放率。 增加值率即附加值率，是某一产业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的综

合体现；能耗率即能耗强度，为一次能源使用量与经济总产出的比值；碳排放率即碳排放强度，为碳

排放总量与经济总产出的比值。 基于此，空间关联情景可设置为 ７ 种：经济影响力情景（情景 １）、经
济感应度情景（情景 ２）、能耗影响力情景（情景 ３）、能耗感应度情景（情景 ４）、碳排放影响力情景（情
景 ５）、碳排放感应度情景（情景 ６），为了便于对比分析，文中增设基准情景（情景 ７），即未来每个区

域各产业仍延续当前的增长趋势。
（二）系统动力学模型数据来源、参数设置及有效性检验

除了上文对不同关联系数的计算，本文其他数据主要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

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京津冀城市群统计年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京津冀历年政府统计公报等。 经济总量、能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等关

键数据利用软件 Ｖｅｎｓｉｍ＿Ｄｓｓ＿５􀆰 ６ａ 运行可得。 为简化数据模型，深入研究区域间投资驱动下全要素

碳生产率协同改进问题，各区域产业类型主要分为三次产业。 固定资本折旧率一般可设为

１０􀆰 ９６％［３１］，而节能投资折旧率和减排投资折旧率则可设为 １５％［３２］。 由于京津冀煤炭、石油、天然气

的消耗总量占一次能源 ８５％左右，因此碳排放计算主要基于此三类能源，碳排放系数参考国家发改

委能源研究所公布的推荐值，煤炭、石油、天然气分别为 ０􀆰 ７４７６、０􀆰 ５８５２、０􀆰 ４４３５，三项能源在各区域

总消耗量中所占比例遵循历史平均变化趋势进行逐年调整。
系统动力学之所以能够处理复杂的系统问题，除了利用因果回路图便于厘清变量间关系外，更

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调用其专有软件的内嵌函数及外源自定义函数进行量化，本文所用的主要方程式

如表 ２ 所示。
在系统分析、预测和辅助决策时，必须保证模型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实际系统，因此，模型有效性

评估十分有必要，而众多方法中，历史误差检验最为直观和方便快捷。
对模型可视化数据进行相对误差检验，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可以看出其平均误差均在 ６％以下，有

力证明了所建模型的有效性。
（三）不同空间关联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测算与碳达峰情景分析

本节通过对投资驱动不同关联方式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对比分析，估计其未来的改进空

间以及碳达峰情景。 基于 Ｏｈ［３３－３４］的相关研究，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指数（ ＭＭＬ ）可以被定义为：

　 　 　 　

ＴＦＣＰ（ ｔ，ｔ ＋１） ＝ ＭＭＬ（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
Ｄ
→Ｇ

（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Ｄ
→Ｇ

（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２ （８）

其中， Ｄ
→Ｇ

（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和 Ｄ
→

Ｇ（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分别为 ｔ 时期、 ｔ ＋ １
时期的共同前沿方向性距离函数，而 ＦＣＳｔ ， ＬＩｔ ， ＥＣ ｔ ， ＩＶＡｔ ， ＣＥ ｔ 则分别为 ｔ 时期的固定资本投入、
劳动投入、能源投入、产业增加值以及碳排放量，相应的数据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历年输出结果。 由

于以上方法对于决策单元的数量限制，本文以京津冀 １３ 个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同时将河北 １１
个城市相关数据进行加总，生成河北省以及京津冀整体共 １５ 个决策单元一起进行测算。 本文利用

ＭＡＴＡＬＢ２０１５ａ，测算出以京津冀为整体的不同空间关联情景下的全要素碳生产率，结果见图 ３。

７３第 ６ 期 王文平，等　 投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跨区域协同改进机理



表 ２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式

参数名称 方程式及数据来源

北京产业固定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北京产业（固定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折旧），Ｌ１）

北京产业节能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北京产业（节能资本投资－节能资本折旧），Ｍ１）

北京产业减排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北京产业（减排资本投资－减排资本折旧），Ｎ１）

北京产业增加值 Ｘ１∗北京产业（固定资本存量∧Ｙ１∗劳动力∧Ｚ１）

京津冀产业经济关联系数 由公式（２）和公式（３）计算而得

京津冀产业劳动力 表函数，参考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

京津冀产业固定资本投资 京津冀产业资本投入总量∗京津冀产业固定资本投资比重

京津冀产业固定资本投资比重
ＩＦ ＴＨＥＮ ＥＬＳＥ ［Ｔｉｍｅ＜２０２０，表函数，京津冀产业经济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加
值 ／ ∑（京津冀产业经济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加值）］

京津冀产业固定资本折旧 京津冀产业固定资本存量∗０􀆰 １０９６

京津冀业资本投入总量 京津冀资本投入总量∗京津冀产业资本投入比重

京津冀产业节能资本投资 京津冀产业资本投入总量∗京津冀产业节能资本投资比重

京津冀产业节能资本折旧 京津冀产业节能资本存量∗０􀆰 １５

京津冀产业能源消耗量 京津冀产业增加值∗京津冀产业能源消耗强度

京津冀产业能源消耗强度 表函数，参考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

京津冀产业能源关联系数 由公式（４）和公式（５）计算而得

京津冀产业减排资本投资 京津冀产业资本投入总量∗京津冀产业减排资本投资比重

京津冀产业节能资本投资比重
ＩＦ ＴＨＥＮ ＥＬＳＥ ［Ｔｉｍｅ＜２０２０，表函数，京津冀产业能源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加
值 ／ ∑（京津冀产业经济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加值）］

京津冀产业减排资本折旧 京津冀产业减排资本存量∗０􀆰 １５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
表函数，京津冀产业（煤炭消耗量∗０􀆰 ７４７６＋石油消耗量∗０􀆰 ５８５２＋天然气消耗
量∗０􀆰 ４４３５） ／ ＧＤＰ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量 京津冀产业增加值∗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强度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关联系数 由公式（６）和公式（７）计算而得

京津冀产业减排资本投资比重
ＩＦ ＴＨＥＮ ＥＬＳＥ ［Ｔｉｍｅ＜２０２０，表函数，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
加值 ／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关联系数∗京津冀产业增加值）］

京津冀产业资本投入总量
表函数，参考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北京统计年鉴》 《天津统计年鉴》 《河北统计年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京津冀生产总值 ∑京津冀产业增加值

京津冀碳排放总量 ∑京津冀产业碳排放量

京津冀能源消耗总量 ∑京津冀产业能源消耗量

天津产业增加值 Ｘ２∗天津产业（固定资本存量∧Ｙ２∗劳动力∧Ｚ２）

天津产业固定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天津产业（固定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折旧），Ｌ２）

天津产业节能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天津产业（节能资本投资－节能资本折旧），Ｍ２）

天津产业减排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天津产业（减排资本投资－减排资本折旧），Ｎ２）

河北产业增加值 Ｘ３∗河北产业（固定资本存量∧Ｙ３∗劳动力∧Ｚ３）

河北产业固定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河北产业（固定资本投资－固定资本折旧），Ｌ３）

河北产业节能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河北产业（节能资本投资－节能资本折旧），Ｍ３）

河北产业减排资本存量 ＩＮＴＥＧ（河北产业（减排资本投资－减排资本折旧），Ｎ３）
注： Ｌｉ 、 Ｍｉ 、 Ｎｉ 分别表示 ｉ 区域不同类型的初始投资； Ｘｉ 、 Ｙｉ 、 Ｚｉ 分别表示 ｉ 区域各要素的经济产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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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京津冀可视化数据相对有效性检验

年份
ＧＤＰ 总量（亿元）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

拟合值 真实值 相对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相对误差 拟合值 真实值 相对误差

２０１０ ４４ ０３１ ４５ ２９３ ２􀆰 ８６％ ３８ ４２４ ３９ ６４５ ３􀆰 １７％ ２７ ２８１ ２７ ７５１ １􀆰 ６９％

２０１１ ５２ ６７７ ５４ ７５５ ３􀆰 ９４％ ４１ ５５７ ４０ ２５３ ３􀆰 ２４％ ２９ ０８９ ２８ １７７ ３􀆰 ２４％

２０１２ ５８ １８２ ５９ １９５ １􀆰 ７４％ ４２ ９６０ ４１ ６５２ ３􀆰 １４％ ２９ ６４２ ２８ ３２３ ４􀆰 ６６％

２０１３ ６３ ８９２ ６５ ６４７ ２􀆰 ７４％ ４３ ４５８ ４２ ２７０ ２􀆰 ８１％ ２９ ５５１ ２８ ３２０ ４􀆰 ３５％

２０１４ ６７ ９６２ ６９ ５７１ ２􀆰 ３６％ ４５ ５００ ４３ ２９６ ５􀆰 ０９％ ３０ ４８５ ２９ ００８ ５􀆰 ０８％

２０１５ ７１ １７９ ７３ ５４８ ３􀆰 ３２％ ４６ ７５６ ４４ ５０８ ５􀆰 ０５％ ３１ ３２６ ２９ ３７５ ６􀆰 ６４％

２０１６ ７６ ６０５ ７９ ６２４ ３􀆰 ９２８ ４７ ５３３ ４５ ０００ ５􀆰 ６３％ ３１ ８４７ ２９ ２５０ ８􀆰 ８７％

２０１７ ８４ ６０３ ８２ ５５９ ２􀆰 ４％ ４７ ４５１ ４５ ９０４ ３􀆰 ３７％ ３１ ３１７ ３０ ２９６ ３􀆰 ３７％

２０１８ ８５ １５０ ８３ １３９ ２􀆰 ４２％ ４９ ０２９ ４６ ４２５ ５􀆰 ６１％ ３２ ３５９ ３０ １７６ ７􀆰 ２３％

２０１９ ８６ ６３５ ８４ ５８０ ２􀆰 ４３％ ４９ ９２７ ４７ ３５６ ５􀆰 ４３％ ３２ ４５２ ３０ ３０７ ７􀆰 ０８％

２０２０ ８７ ８３６ ８６ ３９３ １􀆰 ６７％ ５０ ４４６ ４７ ８６６ ５􀆰 ３９％ ３２ ７８９ ３０ ６３４ ７􀆰 ０４％

平均误差 ２􀆰 ７％ ４􀆰 ４％ ５􀆰 ３％

　 　 可以看出，未来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 ＴＦＣＰ ）将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其中，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
情景 ２ 的 ＴＦＣＰ 最高，而 ２０２３—２０２８ 年则转变为情景 ６，之后又调整为情景 １。 因此，不同时段下，基
于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最优情景差异化特征显著。 总体来说，和基准情景 ７ 相比，优化情景下的

全要素碳生产率预计年均提高超过 ７％，具有进一步改进的潜质。 同时，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果显示：
优化情景下，京津冀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分别于 ２０２９ 年、２０２８ 年达到 ５２２２０ 万吨标准煤以及 ３４５０６
万吨的峰值，显然有利于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有效助力碳中和，同时 ＧＤＰ 年均增速也可以稳定保

持在 ６％左右，各项指标如图 ４ 所示。

图 ３　 京津冀不同空间关联下全要素碳生产率

图 ４　 优化关联下京津冀经济产出、
能源消耗以及碳达峰情景

四、优化关联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碳达峰动力来源分解

对比投资驱动下不同空间关联的模拟结果，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呈现出差异化特征，通过各

类投资对区域关联方式的合理调整，原有的基准情景具备一定的改进潜力。 然而，对于全要素碳生

产率改进的碳达峰动力来源仍不甚清楚，这不利于探寻其具体改进方向和准确把握投资着力点，因
此，本节将对全要素碳生产率做进一步分解，深入剖析以上问题。 基于 Ｏｈ［３３－３４］ 的研究，全要素碳生

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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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ＣＰ（ ｔ，ｔ ＋１） ＝ ＭＭＬ（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
Ｄ
→Ｇ

（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Ｄ
→Ｇ

（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２

＝
é

ë

ê
ê

Ｄ
→ｃ

ｔ ＋１（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Ｄ
→
ｃｔ（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

Ｄ
→
Ｉ ｔ＋１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 Ｄ

→ｃ
ｔ ＋１（ＦＣＳｔ ＋１，ＬＩｔ ＋１，ＥＣ ｔ ＋１，ＩＶＡｔ ＋１，ＣＥ ｔ ＋１）

Ｄ
→
Ｉ ｔ（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 Ｄ

→ｃ
ｔ（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ù

û

ú
ú

１ ／ ２

＝ ＴＥ ｔ ＋１

ＴＥ ｔ
× ＢＰＲ ｔ ＋１

ＢＰＲ ｔ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 ２

＝ ＥＣ（ ｔ，ｔ ＋１） × ＢＰＣ（ ｔ，ｔ ＋１）

（９）

其中， Ｄ
→ｃ

ｔ（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和 Ｄ
→Ｉ

ｔ（ＦＣＳｔ，ＬＩｔ，ＥＣ ｔ，ＩＶＡｔ，ＣＥ ｔ） 分别为同期技术集下的方向

性距离函数和跨期技术集下的方向性距离函数。 ＥＣ 表示效率变动，其经济含义是，比较不同时期决

策单元相对于生产前沿面的距离，即不同时期的实际产出水平与各自最优产出水平的距离之比。 如

果 ＥＣ ＞ １，则效率改进，意味着投入产出水平更接近于当期最佳生产前，表现出追赶效应。 ＢＰＣ 代表

技术变动，其经济含义是，比较不同时期生产前沿面的移动距离，即相同投入在不同时期的最优产出

水平之比。 如果 ＢＰＣ ＞ １，则技术进步，意味着当期生产前沿在期望产出增加且非期望产出减少的

方向上向跨期生产前沿移动。 若 ＥＣ 和 ＢＰＣ 的乘数效应使得 ＭＭＬ ＞ １，则全要素碳生产率得到有效

改进，优化碳达峰路径。

图 ５　 优化关联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及分解

图 ５ 为优化关联下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

以及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为实现碳达峰，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 年，投资驱动下的效率改进对全要素碳生产

率的贡献最大，如何促进区域间要素合理流动，
提高配置效率成为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提高

的关键；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投资驱动下的技术进步

是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驱动力，应
重点突出科技创新领域的引领和溢出效应，进而

提高京津冀的整体技术水平，实现产业价值链的

攀升，保证区域的综合发展。 实证结果证明，投
资驱动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的碳达峰情景

主要依赖于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且在不同时段

会有所差异，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时性的灵活调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为研究投资驱动下跨区域协同效应的碳达峰情景，本文对不同关联方式下的系统动力学机理进

行解析，并通过模拟仿真，估计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间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潜力，识别优化关联

方式下不同时段全要素碳生产率改进的碳达峰动力来源，得出：空间关联方式的改变对京津冀全要

素碳生产率协同效应的发挥产生显著影响，其内在驱动力可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成为推动

碳达峰的根本驱动力。 进一步结论分析如下：
（１）投资驱动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的显著变量在不同时段需灵活性切换。 具体表现

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京津冀应按产业间的经济影响力大小配置资源，即以固定资本投资充分发挥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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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业优势互补的引领作用，实现后疫情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复苏；２０２３—２０２８ 年，则应根据产业间的

碳排放影响力大小进行资源调配，即以减排投资严控高碳排放行业，贯彻落实区域碳减排理念；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年，以产业间的经济感应度大小引导资源合理流动，即通过固定资本投资的合理配置促

使京津冀大部分行业生产率沿产业链同步提高。
（２）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的动力来源需阶段性调整。 具体表现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

京津冀各类投资应以效率改进为先，逐步摒弃资源低效的发展模式，从减少资源浪费入手，压缩碳排

放的冗余空间；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京津冀各类投资则应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确立技术创新的发展基调，
促进先进技术的空间溢出，刺激全行业生态化转型，充分发挥低碳创新的“羊群效应”。

综上所述，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有进一步协同改进的空间，亟待投资驱动合理的空间关联方

式来引导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最佳配置与有效供给，以充分发挥空间溢出效应。
和基准情景相比，优化关联下的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有年均超过 ７％的改进潜力，这将使其能源消

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分别于 ２０２９ 年、２０２８ 年达到５２２２０万吨标准煤、３４５０６万吨的峰值。 保证年均

ＧＤＰ 增速稳定在 ６％左右，有助于提前实现“双碳”目标，迎合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要求。
（二）对策建议

（１）从点到面的区域产业投资驱动方式将优化跨区域空间关联，突出不同时期各区域产业的最

佳定位，推动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形成更为合理的碳达峰路径。 ２０２３ 年之前，京津冀应

以固定投资方式充分发挥各区域优势产业的示范效应，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增长注入强劲活

力。 其中，北京应围绕文化与科技，重点打造短视频社交、电影艺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产业，
锚定“四个中心”的核心引导作用；天津应聚焦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

业，打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带动周边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河北应通过食品加工、金属冶炼、石
油化工、电力供应等传统资源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塑造完善的产业链供应体系。 ２０２３—２０２８ 年，京津

冀应通过减排投资着重治理石油化工、金属冶炼、电力供应等行业的高碳排放行为，通过总量控制与

碳交易市场等手段，充分发挥北京高技术服务中心的作用，提高整个区域的碳减排技术水平，同时又

要避免在疏解首都功能过程中，造成河北不合时宜的高碳产业承接。 ２０２８ 年以后，通过多年的发展

沉淀，京津冀应借助固定投资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全行业，借助曹妃甸、滨海－中关村等产业园区，沿产

业链充分发挥溢出效应，以“一盘棋”思维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２）为优化碳达峰路径，投资驱动京津冀全要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应当遵循效率优先、技术主导

的发展模式。 ２０２３ 年之前，京津冀尤其在河北地区，效率低下仍是常态，因此，投资核心在于效率改

进，应着重依托于各区域关键产业在资源配置、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效率优势，完善京津对河北的配套

服务，使得效率优化态势向整个产业链扩散，从而带动周边产业的快速崛起。 而 ２０２３ 年以后，京津

冀投资则应侧重利用技术进步来提高产业竞争力，首先鼓励高碳排放行业的减排技术创新与应用，
实行差别化管理和渐进式退出，避免其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产业，然后注重提高区域产业生产、节
能、减排等各个环节的整体技术水平，实现真正的低碳经济创新。 就各区域而言，应充分释放北京的

科技创新活力，大力推动津冀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

融合。 总而言之，合理的投资方式既可以提升劳动力、资本等传统有形要素的利用效率，也有利于提

升知识、技术等无形要素的传播效率。 具体来说，河北可以通过北京和天津的人才、资金、技术、知识

等高级稀缺要素吸引高技术产业的集约发展，摈弃落后产业粗放的增长模式；而北京和天津则可以

充分利用河北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充裕的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助推区域协同发展。
综上所述，从经济增长和碳减排的空间格局视角，以投资驱动区域间产业关联的方式实现全要

素碳生产率协同改进，有利于跨区域产业合作，增强空间溢出效应对产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从追求

单区域效率向整体效率转变，从改善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向改善区域发展效率不平衡转变，进而在

本质上优化京津冀跨区域协同碳达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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